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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 *

张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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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华侨华人的人口统计特征、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与认同的多元性、与祖

籍国联系的密切以及在居住国地位的提高四个方面，分析解读了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

的巨大变化，并就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提出几点思考。论文认为，应该客观理性认识日益

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严格界定和区分“华侨”与“华人”的概念，并且审慎思考“华侨华人”与

“华人散居者”这一术语在英文语境中的接轨；应该从国际移民视角审视和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和侨

务工作，消除偏见误解，为中国移民正名，为中国侨务工作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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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Overseas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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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demographic statistic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ir diverse identit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n host countries, this papers examines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in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contemplates the Chinese Diaspora studies in a post-epidemic era. It 

argues that the two terms “Chinese sojourners” and “ethnic Chinese”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pecially when the two are juxtaposed to the term “Chinese Diaspora” in an English-

language context. Researchers in China may need to take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approach to look 

into and deal with the Chinese overseas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Doing so may rationalize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liminate racial prejudice against new Chinese migrants.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

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

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迈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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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

人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不少学者对海外侨情发生的新变化进行了研究分析。

如李明欢从国际移民发展的大趋势来审视海外侨情发生的新变化；［2］庄国土对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

华人社团与海外华商的发展进行了专门分析。［3］但是，学界对海外侨情发展变化进行整体分析的还

不多。本文从华侨华人的人口统计特征、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与认同的多元性、与祖籍国的

联系日益密切及其在居住国的地位不断提高四个方面，详细解读 21 世纪以来海外侨情的变化，并对

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进行思考。

作为一个由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庞大群体，华侨华人社会具有复杂性、多元性与变动性等

特点，要全面把握其变化与特征比较困难。以下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

一、人口统计特征的巨大变化

从人口统计特征来看，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来源地分布、居住地分布、国籍身份构成、性别

构成、移民类型以及教育水平与职业流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人口规模成倍增长
21 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成倍增长，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翻了一番。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华侨华人规模为 3000 多万人；根据庄国土估算，2007—2008 年，华侨华人人

数超过了 4543 万人；［4］2014 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华侨华人人数为 6000 多

万人。［5］

从主要国家来看，明显体现出中国移民人口大规模增长的趋势。以经合组织统计数据为例，无

论是澳洲、欧洲还是美洲、亚洲，主要移民接受国的中国移民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其中，澳大利亚、

英国的增长率超过 200%，新西兰、法国、西班牙、韩国超过 100%（详见表 1）。

表 1　2000—2017 年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国籍为中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流量统计

国家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2000 年 8055 4306 1811 14676 4822 18564 45585 36750 75281 64822

2017 年 29227 12200 4644 26590 11494 58000 71565 30280 109763 156848

增长比例（%） 263.46 183.32 156.43 81.18 138.37 212.43 56.99 -17.61 45.80 141.97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经合组织网站“国际移民数据库”数据整理，参见：“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

https://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MIG&lang=en，2020 年 5 月 20 日检索。

注：1. 经合组织对外国移民有不同口径、不同类别的统计。比如，按外国人口出生国统计、按外国人口国

籍统计、按外国出生人口国籍进行流量和存量的统计等等。不同类别和口径的统计，其结果差距很大。而按外

国出生人口国籍进行流量统计，数据相对完整。因此，本表列出按国籍进行统计的中国移民流量数据。

2. 原数据库包括 2000—2017 年每年的数据和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为避免繁复，本表只选取 2000 年

和 2017 年两年的数据以及主要中国移民接受国的数据以反映中国移民的发展趋势。

3. 上述国家只有加拿大的数据呈减少的趋势，但这并不能说明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数量减少了，更有可能是

入籍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在不断增长，而保留中国国籍的减少了。

华侨华人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新移民群体的形成是重要原因。“新移

民”，狭义上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大陆移民。广义上的“新移民”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移民国家相继进行移民政策改革后迁移的香港移民和台湾

移民。［6］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1990 年，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为 410 万人，中国位列移民来源国第

七位；2013 年，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增长到 930 万人，位列移民来源国第四位；2019 年，中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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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移民存量达 1070 万人，位列移民来源国第三位。［7］新移民群体的形成不仅扩大了华侨华人社会的

规模，而且为华侨华人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其格局和构成，是侨情发生变化的动因之一。

（二）来源地遍及全国各地
近代历史上，中国移民来源地以闽粤沿海地区为主，广东、福建成为海外移民众多、侨务资源

丰富的第一、第二大侨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政策的日益宽松，一方面，广东人、福建人依

靠原有的移民网络，重续海外移民之路；另一方面，随着国门的打开，全国各地民众通过留学、技

术、投资、婚姻、务工等渠道走向国外，掀起了经久不衰的移民潮。海外移民现象不再局限于闽粤

等地区，而是遍布全国各地。华侨华人的来源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据相关报道，广东籍华侨华人达 3000 多万人，分布在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8］福建籍华侨

华人达 1580 万人，分布在世界 188 个国家和地区。［9］除广东、福建这样的传统来源地外，其他省份

也都有数量与规模不等的移民。以“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区市为例。2011 年上海市基本侨情调查结

果显示，海外沪籍华侨华人、港澳居民和留学生共有 102 万人；2013 年浙江省侨情调查数据显示，

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有 202.04 万人；江苏籍海外侨胞A100 多万人；江西籍海外侨胞 23

万人；安徽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45 万人；湖北籍华侨华人 60 多万人；湖南籍海外侨胞 50 多万人；

重庆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30 多万人；四川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100 多万人；云南籍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 250 多万人；贵州籍华侨华人 23 多万人。［10］

可见，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省份，无论是传统侨乡还是没有移民传统的省份，无论是经济

发达省份还是欠发达省份，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海外移民群体。

（三）地域分布更加广泛
以前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现在则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侨华人的分布越

来越广泛，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每个角落。根据国务院侨办 2014 年公布的数据，华侨华人分布在

198 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东南亚、北美、澳洲等传统移居地华侨华人数量激增，非洲、拉美、欧洲

等地中国移民也日益增多；移民目的地也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样吸引

着中国移民的目光。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1990—2013 年，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移民居住地区

发生了变化：1990 年，408.60 万名中国移民中，129.48 万人（32%）居住在较发达地区，279.12 万

人（68%）居住在欠发达地区；2013 年，934.25 万中国移民中，504.16 万人（54%）居住在较发达地

区，430.09 万人（46%）居住在欠发达的地区。［11］

从地区和国家分布来看，有三个特点：一是东南亚仍然是华侨华人最大的聚居地，70% 以上的

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最高。根据庄国土教授的研究，迄 2007 年，东

南亚华侨华人总数约 3348.6 万，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 73.5%，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12］二

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数量激增。综合相关数据，美国超过 550 万、［13］加拿大估计已超过 190

万；［14］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 140 多万；［15］欧洲估计有 250~300 万；［16］日本中国籍人数达 117 万人，

在韩国居留的中国人也超过 110 万人。［17］三是遍布亚非拉地区。21 世纪以来，非洲华侨华人人数增

长很快。根据各种估算，非洲华侨华人在 100 万人左右。［18］拉美华侨华人由 1999 年的近 80 万人增

长到 2014 年的 121 万人，如果再加上华裔，人数则超过 340 万人。［19］21 世纪以来，中东的中国移

民人数成倍增长。2002 年中东 14 国有 10 多万华侨华人，近几年总体规模已突破 50 万人。［20］

（四）国籍身份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
华侨、华人作为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群体，虽然经常放在一起使用，但是，从法律上而言，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侨”是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而“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

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和“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21］前者是中国公民，后者是外国

A 各地概念表述不一，在此，笔者尊重原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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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二战后，特别是 1955 年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后，海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华侨，纷纷加入所

在国国籍，成为当地国公民，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虽然仍有一部分人保留中国国籍，但所占

比例不大。此后几十年中，在当地国出生、成长的中国移民后代，一出生就是当地公民，而不是中

国的“侨民”。改革开放后，虽然出现了新移民群体，但其规模只有 1000 多万人，而且这一群体并

不都是“华侨”。几千万华侨华人中，大多数具有所在国国籍，是外籍华人，保留或持有中国国籍的

华侨仅为十分之一左右。如 2006 年，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常驻各国的华侨有 300 多万名。［22］

2018 年，国务院侨办在有关华侨权益保护的报告中指出，6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华侨约 600 多万，

外籍华人约 5000 多万。［23］也就是说，90% 为外籍华人，华侨只占 10%。华侨华人的国籍身份构成

发生了根本变化。

（五）性别构成上出现“女性化”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出现了“女性化”趋势。也就是说，从以男性移民为主，逐渐发

展为男女性别比例基本趋于平衡的态势，甚至出现了在有些领域（如家政、护理）、有些国家（如菲

律宾）和地区（亚洲）女性移民已经超过男性移民的现象。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报告，近年来，国

际移民中女性占比近 50%。如 2015 年、2019 年，国际移民中 52% 为男性，48% 为女性。［24］

中国的新移民也具有相似的特点。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海外移民以男性为主，女性移民很少，

华人社会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形成了著名的“单身汉社会”。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潮中，女性的存

在越来越显著。她们不只是以“家属”等附属身份移居海外，更多的女性以独立移民的身份实现了

跨国迁移，从而改变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性别构成。

虽然没有系统数据，但不少资料显示，华侨华人社会性别比已趋于平衡。在一些国家女性人数

已经超过了男性。以美国为例，1990 年，在美的中国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数量基本相当，分别为

30.28 万人和 30.69 万人；2013 年，在美的中国男性移民为 97.63 万人，女性移民为 127.05 万人，性

别比为 77（100 名女性对应 77 名男性）。［25］再以新西兰为例，1991 年，华人男女性别比例首次出现

持平。之后，女性逐渐超过男性。21 世纪以来，女性人数不断增加，远远超过男性。2006 年新西兰

华人的性别比为 92，2013 年性别比为 89。［26］

（六）移民类型更加多元化
老一代移民以低技术劳工为主，而新移民的类型则日益多元化，涵盖了留学、技术、投资、家

庭团聚、婚姻、劳务等国际移民的所有类型。

留学移民：留学热经久不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1978—2018 年，各类出国

留学人员累计达 585.71 万人。其中，432.32 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 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

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 84.46%。［27］

技术移民：由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调整吸引人才政策，加大吸纳技术移民的

力度，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的技术移民猛增。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内地取代中国香港成为加

拿大技术移民的第一大来源地。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2016 年的数据，德国的中国移民约有 15 万人。其

中，高达 67.1% 的人从事信息技术、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技术类工作。也就是说，德国的中国

移民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技术移民，居各国移民之首。［28］

投资移民：2008 年以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许多国家将吸引优质移民作为提振本

国经济、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措施，针对投资移民，普遍实施了较之以往更加积极和富有弹性的政

策。中国的投资移民快速发展。据有关研究估计，2008—2014 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

兰和新加坡五国是中国投资移民的主要目的国。五国的中国投资移民总数估计近 10 万人。［29］近年

来，英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拉脱维亚、匈牙利等多个欧洲国家放宽条件，鼓励和吸引投

资移民，欧洲成为中国投资移民新的目的地。据报道，2012—2013 年，英国投资移民人数为 5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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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71 人，也就是三分之一是中国人。［30］

家庭团聚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移民国家，家庭团聚类移民一直占其

吸纳移民的首位。这些国家的中国移民，家庭团聚类移民占比也很高。如 2010—2016 年，新西兰

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中，家庭团聚类移民与商业 / 技术类移民分别为 37%，非配额式家庭团聚类移民占

24%，人道类移民占2%。家庭团聚类移民占首位，其次是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与商业移民稳定增长。［31］

婚姻移民：不少新移民，特别是女性，是通过婚姻方式移居国外的。比如，中国移民主要通过

结婚、工作签证或留学 10 年三条途径入籍英国，人数各占约三分之一。而以配偶签证 2 年获得永居

权的华人中，86% 是华人女性嫁到英国。［32］

劳务移民：据商务部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

951.4 万人。2012 年以来，每年外派人数都在 50 万左右。［33］

再移民：据康晓丽估计，二战后至 2014 年，东南亚地区华人海外移民总数在 345 万人左右。［34］

新西兰人口普查族群分类中，“华人”项下包括“柬埔寨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越南华人”“新加坡

华人”等小类。［35］再如，印度华人的再移民也很普遍。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政府的排华，再加

上印度人口众多，失业率高，就业机会少，因此，不少印度华人纷纷移民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

等地谋求发展。［36］

（七）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与职业的向上流动
华侨华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甚至超过当地的平均水平，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首先是

新移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即使从农村出国者大多也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次是通过留学而

留居者更是高学历人才，技术移民，包括不少投资移民，也都是高层次人才。再次，由于华人重视

教育，出生于当地的华裔教育水平更是普遍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例如，荷兰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与其他族裔及荷兰本土人士相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华裔第二

代的比例高达 85%，而荷兰本土人这一比例只有 59%。［37］再以美国为例，截止到 2019 年，美国的

约 550 万华人中，54% 的成年华人有大学文凭，远高于美国 30% 的平均水平；移民美国的华人有

27% 拥有硕士学位，远高于其他国家移民 13% 左右的比例和美国当地人 12% 的比例。［38］

教育水平与职业流动密切相关。随着华侨华人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其职业也越来越多元化，

实现了向上的流动。以前老华侨主要是靠“三把刀”打天下，现在则有很大比例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以及企业家、科学家等。形象地比喻，就是实现了从“三刀”（菜刀、剪刀、剃刀）到“三师”（工

程师、医师、会计师）再到“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的飞跃。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

华人中有 400 多万专业人才。［39］以美国为例。51% 的华人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美国科学院、

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共约 300 余人，美国八大常春藤高校华人教授超过 320 余人；

中国 985 高校毕业校友 20 多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40］再以意大利为例，2008—

2013 年，意大利移民企业主占移民总数的 14.4%，而华人企业主占华人数量比例则高达 29.6%，也就

是说，30% 的华人为企业主。［41］

二、内部关系的变化：差异性显著与认同多元化

一方面，整体而言，华侨华人社会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不少新特点；

另一方面，其内部的各种差异性也越来越显著。同时，内部的差异性也使华侨华人的认同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一）内部的差异性日益显著
几千万华侨华人虽然具有相同的族群背景，但他们并不是一个高度同一性的群体，而是具有各

种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越来越显著。而对于这种差异性，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居住国社会，认

识都不足，都习惯把华侨华人社会看成是同质性社会，是“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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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注意到了华人社会的这种巨大差异性。其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华人社会是高度多样化

和急剧变迁的社会。由于在阶级、语言、来源地、移民时间、移民动因、代际、次群体等方面的差

异而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个社会异质性很强，个人认同越来越混杂。然而，东道国的体制和社会

科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他们仍被白人主流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政府政策几乎没有注意

到华人社会中的代际变化和社会流动。［42］

英国华人社会的这种差异性是整个华侨华人社会的缩影。这种差异性包括来源地差异、居住地

差异、语言差异、阶层差异、代际差异、新老移民差异等多个方面。

一是来源地差异。如，大陆（内地）移民与港澳台移民在移民时间、移民类型、移民分布等

方面都存在差异。大陆不同省份之间的移民也存在差异，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多为

新移民，而且以高层次移民为主体；广东、福建等传统侨乡以家庭移民和连锁移民为主；浙江移民

80% 以上为新移民，80% 分布在欧洲；东北地区的移民有不少是国企改革后的下岗工人；等等。不

一而足，不再列举。

二是居住地差异。华侨华人分布在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移民政策、文化传统以及华侨华人的人数与规模等各不相同，身处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其生存发展

状况与处境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异。比如，美、加、澳等移民国家，对移民接纳度高，移民政策比较

开放包容，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面临更加宽松的环境，也比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沙特等中东国家

移民与入籍政策比较严格，中国移民的入籍率很低，“华社三宝”——华人社团、华文报纸、华文学

校比较缺乏；非洲以新移民为主，入籍率也很低。

三是语言差异。由于局限于华人社会的小圈子，不少华人既不会说中国的官方语言，也不会说

当地的官方语言，而只会说祖籍地的地方方言。华侨华人“方言群”现象比较普遍。其中，粤语、

闽南话等方言群规模庞大。如，加拿大 2016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2015 年，母语是普通话

的人数从 27 万人增至 64 万人，普通话成为加拿大除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之外的第一大“其他语言”；

讲粤语的人数则近 60 万人，位居第二。［43］在世界各地，广府人集中的地方，粤语畅通无阻；而在闽

南人聚集的地方，则闽南话盛行；在温州人、青田人众多的一些欧洲国家，温州话、青田话在华人

社会内部是通行语。由于语言差异，一方面，不同方言群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存在着严重障碍，不利

于华人社会内部的整合；另一方面，方言的通行与保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

社会。

四是阶层差异。由于教育背景、从事职业等不同，华侨华人内部存在着显著的阶层差异，既有

草根阶层，也有中产阶层以及精英阶层。而不同的阶层之间，其生存发展、处境与地位都存在着较

大差异。这种阶层差异也逐渐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赵小建分析了二战后阶级观念在美国华人社会

中的发展及其表现形式，认为随着美国华人社会的逐步多元化，华人的阶级观念不仅没有减弱，反

而有增强的趋势，而且对于阶级的认识更为复杂化；美国华人对于阶级的认同不仅取决于财富，还

取决于家庭出身、移民背景、同化程度以及法律身份等多种因素。［44］

五是代际差异。移民一代由于在中国出生成长，对中国的感情是天然的、割不断的；而生于斯长

于斯的华裔新生代则主要认同于当地，对中国的认知较少，对中国的情感比较疏远。此外，出生于当

地的华裔教育水平、职业等普遍高于移民一代。如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华人移民

已经培养出了教育水平高的下一代，后代能很快实现向上流动。这影响到了他们的认同，他们的国家

认同与父母代截然不同。他们对英国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甚至要超过其族群认同。［45］

六是新老移民差异。老移民由于迁移时间久，扎根当地程度深，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新移民由

于移民时间短，不少人还处在立足创业阶段，再加上一些理念的不同，新老移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隔阂。

总之，在共同的族群背景下，华侨华人社会内部具有诸多差异性，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图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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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种差异性与复杂性越来越显著。因此，我们不应过多强调华侨华人社会的同一性，而忽视了这

种差异性。

（二）认同的变迁与多元化
国际移民的认同问题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对祖籍国的认同，也包括对居住国的认同；不仅包括国

家认同、政治认同，也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多层面认同；不仅涉及自我认同，也涉及他者认同；

等等。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同样如此，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并存、持续性与变动性交织等特点。

学界普遍认为，二战以前，海外华侨以认同中国为主，他们大多数人最终是要落叶归根、衣锦

还乡的；二战以后，特别是 1955 年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以后，随着海外华侨大多选择加入当地国

籍，成为当地国公民，他们逐渐落地生根、融入当地，以认同居住国为主，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

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认同越来越多元化，既不完全是落叶归根，也不完全是落地生根，

而是出现了归化、跨国、循环、回归等多种形式并存的认同状态。归化当地者有之，落叶归根者有

之，跨国流动者有之，更多的人则保持着双重甚至多重认同。

有些人选择了入籍归化当地，比如，北美和澳洲等移民国家华人的入籍率一直比较高。有些人

选择放弃当地身份，回归中国。如 2006—2016 年，浙江省办理华侨定居落户 8.7 万余人、出国人员

国外所生子女落户 6.9 万余人。［46］2013—2018 年 5 月，福建省办理华侨定居申请 41477 件。［47］再

如，著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姚期智等放弃了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有些人选择保留中国国籍，

只申请当地永久居留权，如 80% 的浙江籍华侨并未选择入籍当地，而是申请永久居留权。有些人选

择跨国流动，践行“跨国主义”，如 2006—2012 年，每年离开新西兰超过 6 个月的大陆移民占大陆

移民批准总量的 20%，台湾移民、香港移民这一比例分别为 22%、20%。体现了华人移民的跨国性流

动。［48］有些华侨的生活中心转移到国内，长期“定居”国内而非国外。

华侨华人认同的这种变化及认同的日益多元化，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并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三、与祖籍国关系的变化：联系更加密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冷战格局和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中国的海外移民基本停

止。1949—1979 年，因私出国出境者只有 21 万人，主要是 70 年代初以后归侨侨眷出国出境探亲。

再加上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的干扰与破坏，海外关系被视为“反动关系”，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基本中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侨务战线的拨乱反正，海外关系被视为

“好关系”，是中国打开大门与世界交往的桥梁与纽带，华侨华人重新恢复了与祖籍国的各种联系。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各方面的

联系与交往也日益密切，对祖籍国的认同不断增强。以下主要从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贡

献、在祖籍国的政治参与、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社团网络的构建与强化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在广东视察时指出，海外侨胞是中国的一个独特优势。改革开放有海外侨

胞的一份功劳。［49］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从吸收外资来看，根据笔者对有关数据的梳理，1979—2017 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计

超过 90 万家；累计利用外资额近 2 万亿美元。其中，海外华商（包括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中国

的投资占有重要地位，华商投资一直占中国吸收外资的 60% 以上。［50］海外华商不仅是中国吸收外

资的主力军，也是率先在中国投资的先行者。当外商还在犹疑观望时，是海外华商果断回国（来华）

投资，兴建了一大批外资企业，引进了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接受侨汇来看，中国的侨汇收入从 1982 年的 6.16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18 年的 674 亿美元，增

加了 100 多倍。侨汇是中国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20 世纪 80 年代，侨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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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达 7.56%，其中 1986 年达到了峰值 19.64%，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特定历史

阶段侨汇收入对缓解中国外汇短缺发挥的重要作用。［51］2005 年，中国接受海外汇款 236 亿美元，居

接受汇款最多国家首位；2010 年以后，中国稳居第二大侨汇接受国地位。［52］

从公益捐赠来看，自改革开放至 2017 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中国公益事业的捐赠累计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慈善捐赠呈现出捐赠热情和

数额持续高涨、捐赠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对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捐助引人注目等特点。此外，华侨华

人和港澳同胞在中国公益事业领域也开了先河，在激发国内的公益意识方面起了先导与示范作用。［53］

一方面，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

方面，中国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机遇，其自身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华侨华人与中国

的关系实现了良性互动，互利共赢。比如，最早在中国投资的泰国华人企业正大集团，其官网介绍，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企业，40 年来，正大集团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是中国改

革开放伟大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截至目前，正大集团在中国设立企业 600

多家，下属企业遍布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员工 9 万人，是中国外商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领域最

多的跨国企业集团之一……”［54］

（二）海外侨胞在祖籍国的政治参与
除了经济社会方面与祖籍国联系日益紧密外，海外侨胞在祖籍国的政治参与也越来越积极。中

国政府也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参政议政渠道，发挥其建言献策的作用。

从政协层面来看，2001 年，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首次邀请海外华侨列席会议。从 2004 年全国

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始，扩大邀请范围，邀请华侨与华人代表共同列席政协会议。2001—2019 年，

全国政协连续 19 年邀请海外侨胞列席全国政协大会，共邀请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 592 位海外侨胞列席

政协会议，而且受邀的人数和涵盖的国家总体呈增长趋势。［55］地方政协开展邀请海外侨胞列席政协

会议的工作更早。1984 年，北京市政协邀请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开创了邀请侨胞列席政协会议

的先例。较早开展这项工作的还有上海（1986 年）、海南（1988 年）。1984—2013 年，各地政协累

计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参与政协活动 1620 余人次。［56］从人大层面来看，华侨参政议政也有新的突破。

2014年，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首次邀请在广东投资、工作、居住或祖籍广东的10名华侨列席，

开创了华侨列席人大会议的先例。2020 年，浙江也首次邀请华侨列席省人大会议。除了参加例行的

“两会”外，海外侨胞也被邀请参与一些大政方针的协商或一些特殊的政治活动。如从 2005 年起，全

国政协每年都邀请列席过政协大会的海外侨胞回国考察。政府部门也邀请海外侨胞参加国庆观礼等

重大的政治活动。

此外，自 2015 年以来，广东、福建、上海、湖北、浙江、海南以及南京、大连等省市相继颁布

并实施《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其中涉及华侨的多项政治权利，包括结社权，参加地方人大选举、列

席地方人大会议，参加基层组织选举，担任地方政协委员、列席地方政协会议，报考公务员，等等。

（三）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社团网络的构建与强化
21 世纪以来，侨情变化的另一个显著趋势是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华侨华人社团网络的构建与

强化。华侨华人社团网络体现出世界性与地方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趋势。规模越来越大，

影响越来越强。由人数众多的广东、福建籍社团的联合，发展到很多省籍社团的联合。由最初多在

东南亚各地举办活动，发展为回到祖籍地举办，特别是近些年来，经常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举办，体

现出跨越地域的全球化特点。择其要者如下。

自 1991 年首届在新加坡举行至 2019 年，世界华商大会已经举办了 15 届，其中，第六届（2001

年）、第十三届（2013 年）分别在南京和成都举办，第十五届（2019 年）在伦敦举办。自 1981 年举

办首届至 2019 年，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已先后在香港、曼谷、吉隆坡、新加坡、澳门、巴黎、广州、

悉尼、武汉、奥克兰等地举办 20 届。自 2000 年举办首届至 2018 年，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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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广东、香港、吉隆坡、雅加达、曼谷、澳门、悉尼和温哥华举行了九届。自 1994 年举办首

届至 2018 年，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相继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南非、新加坡、中国、印尼等

国家召开了九届大会。自 1999 年创办至 2019 年的 20 年间，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举办了十届。自

1998 年起，江苏开展了一年一度的“海外江苏之友”活动。

此外，还有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世界闽商大会、世界浙商大会、世界海商大会等以传统侨乡

为联结纽带的华侨华人社团联谊网络。除了传统侨乡，内地不少省份以及北京等大都市也构建了以

祖籍地为联结点的社团网络。如世界赣商大会、世界晋商大会、世界冀商大会、全球吉商大会、全

球秦商大会、海外北京人联谊大会，等等。

四、与居住国关系的变化：地位不断提升

华侨华人不仅为祖籍国的革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同样为居住国的各

方面发展贡献良多。然而，长期以来，他们的贡献不仅得不到居住国主流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反而

在居住国遭遇了各种歧视、排斥与迫害。随着华侨华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

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社会地位不断改善和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审视华侨

华人的地位和贡献。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政府层面为历史上的排华道歉
历史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曾在国家层面和法律层面进行排华。虽

然后来相继废除了排华法，但一直没有就这种对华人的歧视与不公平公开道歉。进入 21 世纪以后，

这些国家相继就历史上的排华向华人进行道歉。这是华人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以

及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2002 年 2 月 12 日，时任新西兰总理克拉克代表新西兰政府正式就征收人头税等不公平政策向华

人道歉，并承认早期华人对新西兰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之后，政府又拨出 500 万元，设立“华人

人头税遗产信托基金会”，资助新西兰华人历史研究、文化保护等工作。［57］加拿大联邦、省、市三

级政府先后为排华而道歉。2006年 6月 22日，时任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就种族歧视性“人头税”

和《排华法案》向华人道歉，加拿大政府还为健在的“人头税”受害者和其他受害者遗孀共约 400 人

每人补偿 2 万加元。2014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排华政策正式道歉，并承诺设立“传承基金”，把

相关历史及华侨华人的贡献写进教科书。2018 年 4 月 22 日，加拿大温哥华市市议会在位于唐人街的

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行特别会议，市长罗品信代表市府就该市歧视华人的历史向华人社区正式

道歉。［58］2011 年、2012 年，美国联邦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先后通过法案，为《排华法案》等歧视华

人的法律向华人表示道歉。2017 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首次代表维州政府公开为“淘

金”时期政府向华人征收“人头税”等不公平待遇道歉。［59］

（二）参政意识不断增强
海外华人曾被视为“经济动物”和“沉默一族”，他们不关心政治，缺乏参政意识和参政热情，

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不能很好地为自己发声。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地，特别

是欧美国家华人的参政意识不断提升，参政纪录不断被刷新。华人参政有多种途径和方式，在此主

要以参与选举为例进行分析。

有学者统计，自 1990 年美国出现华人参政热潮至 2016 年，有超过 100 名华人担任各级议员、大

使、部门及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法官和军界将军等职务，并且刷新政坛高位的华人政治明星不断涌

现，如骆家辉、赵小兰、朱棣文和李孟贤等。［60］2020 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华裔杨安泽参加了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继邝友良参选美国总统 50 年后，美国再次出现竞选总统的华人。

加拿大华人的参政成绩也十分引人注目。据学者统计，1957—2011 年，通过选举成功担任加拿

大联邦国会众议员的华人共有 31 人次，其中，2000 年以后当选的有 24 人次。［61］华人被提名为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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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众议员正式候选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2011 年有 23 名，2015 年有 27 名，2019 年则有 41 名

华人被提名为正式候选人。其中，2019 年共有 8 人胜出，成功率达 20%。［62］在地方层面，有近 50

位华人当选省、市议员、市长和教育局学务委员。此外，还有多名华人通过委任方式担任联邦政府

官员，如第 26 届加拿大总督伍冰芝（1999—2005），联邦多元文化部部长陈卓愉（2004），联邦政府事

务暨体育部部长庄文浩（2006），多元文化国会秘书、老年事务国务部长黄陈小萍（2008—2011）。［63］

2018 年 7 月，伍凤仪被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任命为加拿大小型企业及出口促进部部长。

欧洲华人参政也屡有突破。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华人参政意识的增强以及英国少数族裔

参政环境的转变，华人参政不断有新突破。21 世纪初，有多位华人当选地方议员。2010 年以后，华

人踊跃竞选国会议员。比如，2010 年、2015 年和 2019 年的英国下院议员竞选，分别有 8 位、11 位、

9 位华人参加了竞选。在 2015 年的大选中，麦艾伦（Alan Mak）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成为英国历

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实现了华人在英国参政的新突破。［64］之后，在 2017 年和 2019 年的英国大

选中，麦艾伦均成功连任国会议员。［65］在 2019 年的英国大选中，工党候选人陈美丽（Sarah Owen）

成为英国议会历史上首位女性华裔议员。在英国 2019 年的地方选举中，约有 70% 的英国华人参与选

民登记。［66］21 世纪以来，法国华人的参政热情同样不断高涨。2014 年华人参政成果显著，多名华人

参选者成功当选市议员、区议员等职位。在 2017 年法国立法选举中，陈文雄当选法国首位华人国会议

员，开创了华人参政的新纪录。自 2009 年以来，多名德国华人当选地方议员和外国人参事会议员。［67］

大洋洲华人的参政成就同样突出。2000 年以来，有多位华人当选联邦和州两级议员，在市政厅

一级政府中，有多位华人当选首府城市的市长。特别是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提升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华人的参政诉求和参政热情日益增强，华人选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华人占比较高的选区

尤其如此。［68］2019 年是澳大利亚选举年，参选的联盟党和工党都积极争取华人的支持，澳大利亚总

理莫里森开通微信公众号，并前往悉尼唐人街拜访，高度评价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自由党和工

党两名华裔女候选人进行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中文大选辩论，最终联盟党廖婵娥胜出，成为澳大

利亚历史上首位华人众议员，华人参政议政迈出可喜的一步。［69］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西兰出现了华

人国会议员和华人市长。近年来，新西兰华人参政议政热情不断高涨。2019 年，中国新移民洪承琛

参选奥克兰市长，成为奥克兰历史上参选市长的首位华人移民。2019 年，在参与奥克兰地方选举的

17 名华人中，有 8 人成功当选市议员和地区议员。［70］

（三）华侨华人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近年来，不少国家重新审视华侨华人对当地的贡献，并且通过多种形式予以表彰和肯定。一是

通过设立专门节日，肯定和表彰华人对当地所做的贡献。略举几例。2017 年 5 月 8 日，美国加州众

议院全票通过决议案，将每年 5 月 10 日定为铁路华工纪念日。2019 年横跨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竣

工 150 周年，旧金山市议会也通过提案，将每年的 5 月 10 日定为旧金山“铁路华工日”。2019 年 8

月 22 日，加州正式通过了设立“美国华裔日”的议案，这是专门为华裔美国人而设立的节日，旨在

肯定华人对加州和美国的重要历史贡献。2019 年 6 月 19 日，纽约州参议院一致通过促进中美友好和

肯定华裔贡献决议案，并将 2019 年 10 月 1 日设为“中国日”（China Day），将该月的第一周设为“华

裔传统周”。2018年，时任巴西总统特梅尔签署法令，正式将每年的8月 15 日设立为“中国移民日”，

进一步彰显华人对巴西社会建设做出的贡献。

二是肯定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及其为中外友好所做的贡献。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自雇率和就业

率普遍很高。以西班牙为例。西班牙中国移民的创业精神在所有外来移民中首屈一指，西班牙经济、

就业和财政部部长恩格拉西亚·伊达尔戈赞扬，没有一个外来移民可以像中国移民那样，通过自己

的勤劳和智慧积极去创业。2008 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后，西班牙华人经济逆势上扬。2008—2017 年，

华人老板人数从 2.3 万人左右增长到了 5 万人左右，增长率为 110%。据西班牙统计局 2016 年的统计

数据，参加社保的西班牙中国移民大约有 9.5 万人左右，占华人适龄劳动者人数的 95%。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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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华人都在工作。［71］华侨华人对法国社会的贡献也得到了当地主流社会

的肯定。2017 年中国新年，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盛赞华侨华人对法国社会发展、法中友谊与交往所做

出的卓越贡献，并向 40 余位华侨华人和媒体代表颁发了参议院“法中友谊贡献纪念奖章”。［72］

三是华侨华人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日益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肯定。大到

诺贝尔奖，小到当地社区的表彰，华侨华人获得的大大小小、各种层面、各个领域的奖励与荣誉数

不胜数。华人在科教领域的表现最为突出。美国有 8 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2020 年，有 6 位

华人科学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4—2019 年，每年都有 30 名左右的华裔学生获得美国“总

统学者奖”，占获奖人数的 20% 左右。［73］2019 年，3 位华人学者入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除了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外，华人因为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也获得多种荣誉。以 2017 年为例。新西

兰潮属总会会长张乙坤获新西兰荣誉国民英雄奖章；巴西上海同乡会会长郑小云获得圣保罗州议会

授勋；刘明和刘立伟获得阿根廷国家移民局授予的“阿根廷杰出移民奖”；巴西科学、艺术、历史和

文学学院院士华人针灸医师宋南华获得该学院与巴西利亚联邦区议会联合授予的“荣誉勋章”；阿根

廷华人中医师钟清获得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颁发的“推广中医荣誉奖”。近年来，有多名华

侨华人获得以天皇之名、由日本政府颁发的绶章。［74］

五、结语：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诸多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居住国因素、祖籍国

因素、国际关系以及科技发展等工具性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及其认同

的选择，影响着侨情的发展变化。如何应对侨情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海外侨情出现的新

情况与新挑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与思考。

（一）海外侨情变化的影响因素
1. 居住国因素

居住国的环境与政策，特别是移民政策，直接影响着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21 世纪以来，欧美

等地的移民政策在不断调整。美国 20 世纪后半叶推行的“融炉”“同化”政策失败，东南亚不少国

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也收效甚微。相反，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包容性强的“多元文化”政策，不仅强化了华侨华人对居住国的认同的，

同时也增强了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居住国政府与主流社会对华侨华人贡献和

作用的肯定，提高了他们对居住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认同。2016

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断收紧移民政策，而近年来欧洲因为难民危机引发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困境，

这些都对华侨华人的处境与认同产生了新的影响。

2. 祖籍国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策的限制、经济实力弱等原因，出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可望不可

及的事情，是有海外关系者或少数留学精英才有的机会和权利。随着中国出入境政策越来越宽松，

出国的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出国潮经久不衰，形成了 1000 多万人的新移民群体，也使海外侨情发

生了诸多变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不

断增强，这些因素对海外侨情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密切合作、互利共赢对

外关系格局的形成，为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中国的侨务政策

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密切了海外侨胞与祖籍国的感情，增进了他们对祖籍国的各方面认同。

3. 工具性因素

交通、通讯等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对国际移民的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信息化时代互

联网和新的社交媒体的发展重塑着国际移民的认同。华侨华人也不例外。一方面，通过新媒体进行

跨时空社区建构的便利性与低成本，使得“天涯变咫尺”，有利于他们保持与家人和祖籍国的各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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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产生了“网络民族主义”和“远程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华侨华人进一步融入居住国

社会，强化了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华侨华人内部

的联络与动员，有利于他们主动发声，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如 2020 年，面对特朗普发出的禁用微信

的总统令，美国华人组织起来主动维权。他们成立了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拿起法律武器，勇敢地

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种现象越来越显著。

（二）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的思考
面对海外侨情的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加强华侨华人

研究，笔者在此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

1. 客观理性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当前，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种变局加速发展，对世界

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也给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华侨华人不仅在生活与生产经营上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由于疫情的政治化和污名化，他们在当地面

临着越来越多的种族主义歧视与排斥，其生存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75］此外，中国的崛起使一

些西方人在心理上不平衡、在心态上不甘心，纷纷举起了所谓“中国威胁”的大旗，“中国威胁论”

沉渣泛起，不绝于耳。所谓“中国问题”成为一些国家政客履试不爽的拉拢选民和博取民众眼球的

议题。而“中国移民威胁论”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变种。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强，

这是开展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加以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严格界定和区分相关概念

应严格界定与区分“华侨”与“华人”的概念，并审慎思考“华侨华人”与“华人散居者”这

一术语的接轨。虽然我们通常将“华侨华人”放在一起使用，但二者有严格的法律区别。如前所

述，侨情变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华侨华人社会的国籍身份构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必须严

格界定与区分二者之间的概念。然而，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和侨务工作者对这些概念

的理解和把握仍然较为混乱。鉴于华侨华人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以及政策法规的适用性，对这些

基本概念的认识和把握应该成为学术研究与开展侨务工作的“通识”。必须严格遵守“区别国籍界

限”的原则，不应有意无意模糊华侨与外籍华人的国籍界限。［76］此外，近年来，国际移民研究界

对“diaspora”（散居者）这一术语的含义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这一最初专指犹太人离散者的术

语，用来指称所有的国际移民及其后裔群体。国际移民组织与移民政策研究所关于“diaspora”的定

义为：“散居者是指临时或者永久居住在其出生国或祖籍国之外，但仍然与来源国保持着情感和实质

联系的移民及其后裔。”［77］鉴于这一概念与“华侨华人”的概念高度吻合，可以考虑使用“华人散

居者”这一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术语，特别是在英文语境里。当然，学界对“diaspora”的中译尚未

达成一致意见，有“海外移民”“海外侨民”“离散者”“流散族群”“散居者”等多种称谓。［78］笔者

认为“散居者”比较中性。

3. 从国际移民视角审视和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和侨务工作

应从国际移民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消除偏见误解，为中国移民正名，为中国侨务工作

正名。对中国移民与中国侨务工作的偏见、误解甚至歪曲，比如“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政府索取

论”“中国侨务干涉论”“海外华人不忠论”“海外华侨缺席论”等谬论应该给予澄清与纠正。

首先，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居住国的财富而非负担，更不是“威胁”。从移民人数来看，1000 多万

的中国海外移民，无论与全球国际移民总量（2.72 亿）相比，还是与第一人口大国的 14 亿总人口以

及中国国内每年 2.5 亿以上的国内人口流动相比，都是“细枝末流”。国际迁移并不是中国人口流动

的主流，中国也从未将输出移民作为解决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途径。从移民性质来看，近代历

史上，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殖民或日本政府支持日本人移民不同，历史上的中国移民既没有祖籍国

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居住国政府的支持，反而还受到了种种歧视与排斥。他们在异域他乡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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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和智慧艰苦拼搏，闯出了一番天地。中国的移民是和平移民，是经济移民。就当代来看，中国

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了追求更好生活而移民，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难民，中国

移民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是“模范少数民族”。从移民贡献来看，中国移民自雇水平高，中国移民

通过“自我剥削”A进行创业与发展。中餐、中医等中国传统文化丰富了当地的文化。中国移民为居

住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以及中外友好交流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注重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作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不断推进，人口的国际迁移现象越来越频繁，国际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移民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议

题，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海外移民的作用。侨务机构和侨务工作不是中国独

有的。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都有侨务机构，都重视海外移民的工作，重视加强与海外移民的联系，注

重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因此，中国政府将华侨华人视为中国发展的宝贵资源，从各方面加强与华

侨华人的联系与合作，鼓励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不应受到“中

国政府索取论”的指责。中国开展侨务工作的初衷，是“有利于海外侨胞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有利

于发展我国同海外侨胞住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而不是所

谓通过海外侨胞“干涉”别国内政，中国也从来没有这样做。“中国侨务干涉论”纯粹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是别有用心地对中国侨务工作污名化。

第三，国际移民的认同本身就是复杂多元的，是“多元共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祖籍

国的认同和情感并不意味着对居住国的“不忠”。对祖籍国的关注、认同以及情感维系，是国际移民

群体普遍具有的现象，也是人类共有的情怀。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不应该继续

遭受质疑。在人口国际迁移越来越普遍的时代，在双重国籍甚至多重国籍现象日益盛行的时代，不

应该再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法看待国际移民的双重或多重认同。国际移民不仅是祖籍国也是

居住国的财富。

最后，正确认识华侨华人的贡献与作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海外侨

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传承和弘扬中华

文化、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独特作用。海外侨胞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没有“缺席”祖籍国的发展。然而，他们的贡献与作用还没有被社会各

界广为认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居住在国外的不少侨胞选择回国避疫，由于有极个别人

不遵守国内的防疫规定，引发了一些网民的渲染，最偏激的说法是“祖国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第

一名”，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海外华人的负面形象。［79］这种对海外侨胞的认知既不客观，也不

公平。应该大力宣传海外侨胞的作用与贡献，使社会各界都能深入了解、客观评价他们的贡献与作

用。另一方面，就居住国而言，虽然华侨华人对居住地的贡献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一定的认知与肯

定，然而，他们仍然经常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歧视、排斥和不公平待遇。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

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遭到的种族主义歧视更是越来越多，成为被抹黑和“甩锅”的对象，其生存发

展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困境，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与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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